
摘 要：劳动关系是依靠相应的协调机制维系运转并保持稳定和有序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

关系协调机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呈现显著的逻辑张力：从动力构成上看，遵循

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与市场自发的诱致性变迁相统一的演进逻辑；从生发变量上看，贯穿了

外生性嵌入与内生性进化相结合的演进逻辑；从结构形态上看，表现为构造性重塑与迭代性演进

相得益彰的演进逻辑。这三个方面的演进逻辑，是理解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演进的坐标系，

新时代改进、优化和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既要观瞻历史中积淀的逻辑框架，又要以此为基准加

以把握，不断推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关键词：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逻辑演进；基本经验

作者简介：孙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贲放，吉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人民至上经验研究”（22ZDA009）；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生缺失问题及应对策略”（2017BS002）；吉林大学

劳动关系专项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系列重要论述研究”（2021LD015）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2.007

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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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

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①。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的消解。而只要有

劳动关系存在，就必然发生劳动关系的冲突和矛盾，同理也就必然需要相应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来平

衡劳动冲突和矛盾。早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探索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就是这一阶段探索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又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

义劳动制度。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历经商品经济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调整和规范的尝试后，最终建

构起并逐步完善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至此，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经

历了探索、建立、转型、调整和进一步完善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新中国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独立自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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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探索出来的，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发展演进过程并不是无序杂乱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贯

穿其中。把握新中国以来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演进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就架构了理解新中国劳动关

系协调机制的坐标系。把新时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置于这一坐标系上进行考察，不仅为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提供了理论基座，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的动力构成：

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与市场自发的诱致性变迁相统一的逻辑

把实践中生发的劳动关系问题纳入制度化轨道予以化解和平衡是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根本保障。从制度变迁向度看，新中国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在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交替作用的逻辑中演进，强制性和诱致性作为制度变迁的促进力

量构成了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演化动力。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基于一定的劳动关系构建起来的进行劳动关系调控和治理的制度安排，劳动

关系的构成方式直接决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形成及其变迁的路向。“就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关系的构成

方式有两大类型：行政化方式和市场化方式。”①这两种配置方式，在配置劳动关系的同时，也在配置劳

动关系协调机制，并规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现实形态。理论上，劳动关系配置方式与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的配置方式具有同质化、同频性。依靠市场化方式建构起来的劳动关系，匹配的应是市场化的劳

动关系协调机制，即［市场（劳动关系），市场（协调机制）］组合，比较典型的如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

主义国家。依靠行政化方式建构起来的劳动关系，匹配的应是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即［政府

（劳动关系），政府（协调机制）］组合，比较典型的如采取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采

取的也是这种组合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关系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伴

随着公有制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劳动关系相应地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劳动关系的配置也自然

地选择了行政化方式，这一时期的劳动动力调配、劳动定员与定额、子女顶替、复员转业军人安置、计划

外用工等都是行政化配置方式的典型表现。与之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同样由政府来协

调。显然，［政府（劳动关系），政府（协调机制）］组合下的劳动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与职工的关系。这样

以行政方式统一配置劳动关系及其协调机制，优势在于使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达到了高度紧密的结

合，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兼容并产生了合力的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

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②。产生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劳动局面有很多因素，其中

就与政府主导的劳动关系及其协调机制密切相关。当然，这样的制度安排长期下去同样产生“负外部

性”，比如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又吃企业“大锅饭”，“铁饭碗”“大锅饭”问题严重；再比如，劳动力

统一安排存在一定盲目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突出，等等。

总的来说，生产力水平低下条件下的政府主导的劳动关系配置方式及其协调机制呈现宏观上集中、微

观上不畅的特征。

但是，也要看到，［市场（劳动关系），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劳动关系），政府（协调机制）］这样

一一对应的组合关系并不构成劳动关系及其协调机制的配置方式的全部内容。在这之外，理论上还存

在着［政府（劳动关系），市场（协调机制）］和［市场（劳动关系），政府（协调机制）］这样两种非对称性的

模式。这里暂不考证和讨论［政府（劳动关系），市场（协调机制）］客观上是否存在，但就中国来说，［市

① 常凯：《劳动关系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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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劳动关系），政府（协调机制）］模式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一直贯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劳动关系实

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及其协调机制的骨干性支撑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

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倒逼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改革，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市场化调整，劳动关系的配置方式由行政化方式转化为市场化方式。市

场化方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建构的显著特征。与过往经验不同的是，市场化的劳动关系

配置方式并没有对应生成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取而代之的是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

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关系构建上必须采

用市场化的方式，但市场只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并没有改变劳动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

性质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上必须采用行政化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工人阶级和一

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才能确保“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①。

与计划经济时期一元性的行政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具

有多元性，即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行政化之外，还客观存在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契约化、国际化、

网络化和社会化等趋势。不同之处在于，行政化方式居于主体地位，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发挥主导

性作用。而契约化、国际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等方式居于次要地位，它们都是行政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的有益补充。现在的问题在于，契约化、国际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等方式从哪里产生、因何产生、何以产

生，这其实涉及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属性问题。显然，这些归属于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能从劳动关系的

市场化方式中找到根因。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衍生出来了契约化、国际化、网络

化和社会化等内容范畴，这些内容范畴投射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并最终使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附带

上了契约化、国际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等内容。因此，契约化、国际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等方式反映和体

现的是劳动关系市场化构建方式，本质上属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市场化。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劳动

关系（市场），协调机制（政府主，市场辅）］这样的组合模式。

图１ 劳动关系及协调机制的组合方式 图２ 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动力构成谱系

契约化、国际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等方式不是同步被纳入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中的，而是遵循劳

动关系市场化进程，循序渐进地成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内容，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要坚持

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劳动关系，那么这种演进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而且会不断扩容，范畴越来

越广，内容越来越多。从二者关系来看，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看似是行政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演进的“意外”，其实也是推动行政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动力源，最终目的都是使不断发

展变化着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更好地适应劳动关系实践的需要。

综上所述，行政和市场构成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演化的动力结构，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劳动关系协

调机制演化在制度向度上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演化在制度向度上

表现为诱致性变迁。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与市场自发的诱致性变迁相统一，构成了劳动关系协调机

①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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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迁的动力逻辑。

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的触发因素：内生性进化与外生性嵌入相结合的逻辑

马克思指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①。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作为

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客观上必然随着劳动关系的变迁而调整，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自身的进化。历史地看，推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的因素是多元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

的因素，同一时期又有不同的因素。如果把这些因素由“具体”抽象为“一般”，那么内生性因素和外生

性因素无疑可以作为“一般”的高度概括和表达。

内生性因素是指内嵌于既定劳动关系之中并引致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生变迁的因素。内生性因

素由一定劳动关系中的文化传统、历史传承、国体政体、政党政治、体制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共同构成。这些因素以有机集合体的形式生发合力作用，具有稳定性、综合性等特征。一般来说，内生

性因素是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的主导性、根本性力量，在触发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过程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外生性因素是指触发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生变迁的介入性力量。这里的介入不是“拿来主义”

的直接作用或者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介抑或是作为手段的凭借，而是作为对象性的具有参考和镜鉴意义

的样本式介入。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方针主

张，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变迁亦同样如此。从实践维度看，外生性因素在触发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

的过程中发挥的是“牵引”导向、参考借鉴的作用。外生性因素介入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后，都经历过由

外生向内生的转化过程，直至内生化、完全本土化。新中国成立后，构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过程中就借

鉴了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苏联模式在中国的不适应症状日渐显著，中国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逐渐转向符合现实国情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历经反复比较

和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里以及过往的社会主义实

践中，并没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相关论述和实

践。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此时，长

期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经验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的劳动合同制度、集体

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谱系都是在批判性吸收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

体实际完成本土化的实践结果。

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的劳动合同制度从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社会的劳动合同制度，但在内容上

又与西方劳动合同制度呈现本质上的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西方的劳动合同制度基于契约自由

的理念，侧重于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强调对资方的保护。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与此相反，集中表现为两个

方面的特色优势：一方面是强调劳方权益保障和维护。劳动关系运行中国家干预多、企业自治空间小，

合同文本规范，强制性规范性强。以 2005年《劳动合同法（草案）》为例，当时收到 19万条之多的反馈意

见，其中“最为集中的争议莫过于立法宗旨，即《劳动合同法》究竟应该是平等保护劳资双方利益的‘平

等法’，还是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倾斜法’”②。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对争议予以了确认，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制定该法的准则。这

反映了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注重劳动关系稳定。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

重要的社会关系，稳定的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劳动合同制度对维护劳动关系稳定

作、做出约束性规定，强调劳动关系解除仅限于协商一致和法定情形。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其核心旨向是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新冠疫情期间，党中央明确维护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9页。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中国工人阶级四十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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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稳定工作是有效应对重大疫情重要保障的工作思路，出台了《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

计划的通知》等一系列援企稳岗文件，最大程度地稳定了企业用工。

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借鉴了西方的集体谈判机制，但又与西方

的集体谈判机制从前提预设到具体实施上的本质性不同。在前提预设上，西方集体谈判机制是资本主

义制度的剥削生产方式及其不断衍生的消极力量倒逼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

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

定”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

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更进一步地，“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

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③。并进而“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

普遍的否定。”⑤这种基于私有财产生成的劳动关系的前置规定性，使得建立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

间的根本性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基础之上的集体谈判机制，具有显著且强烈的对抗性特征，西

方社会频繁出现的闭厂、罢工等现象既是工人对抗的表征，也是谈判失败的结果。另外，从国际工人运

动之于集体谈判机制的广泛推广贡献上亦可见集体谈判机制的对抗激进色彩。中国的情况与之相反，

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这里，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资方还是劳方、雇佣者还是被雇佣

者，大家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

上具体利益差别上的矛盾，即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从实施过程看，中国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

通过协商合作、依法调处等方式实现的“协商合作”和“依法调处”首先是基于合作共赢导向而展开的对

话和谈判，遵循的是非对抗性逻辑，这与“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预设相呼应。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工

会、劳动人社部门等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机制中的作用，推动劳动关系朝着合作、和

谐、有序、稳定的方向演进。

综合来看，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具有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特征使得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

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的触发因素。这其中，内生性进化是根本和旨归，外生性嵌

入必须通过内生化才能使其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才能在中国生根并发生实际作用。我国劳动关系协

调机制呈现内生性进化与外生性嵌入相结合的演进逻辑。

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迁的结构形态：构造性重塑与迭代性演进相得益彰的逻辑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必须与劳动关系以及决定劳动关系形态、构成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不同体制下

的劳动关系必然要有与其相对应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作为制度性安排，在运行层

面有其内在的结构形态。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结构形态从根本上反映了这一结构形态下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的变迁，直接推动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结构形态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关系

总体上来说，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结构形

态也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的变迁。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经济体

制，这就意味着基于这两种体制下构建起来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结构形态同样是完全不同的。从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0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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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看，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经历了两次构造性重塑，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造完善过程中，制

度体系内部开始出现层次递进的迭代性演进，进而使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更加科学系统。中国特色劳动

关系协调机制正是遵循构造性重塑与迭代性演进的逻辑不断向前发展的。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造性重塑与迭代性演进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在经历劳资协商会议制度过渡后，并随着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才得以形成的统一集中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是基于新民主主

义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以指导党的各项经济政策。此后，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明确

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根本方针指导下，为恢复经济、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工

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劳资协商会议制度这一符合当时国情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劳资协商会议

制度适用于非公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关系协调，关于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内容程序

等，集中体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

同的暂行办法》《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

会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实践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公

有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出台的《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国营企业内

部劳动规制纲要》等文件对公有制企业中劳动关系建立、变动、管理、解除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随着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提前消灭私有制，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

主义制度确立后，党中央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产生了旨在调节

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即全国统一的劳动、用工、工资、福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由此完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造性重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劳

动关系协调机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发展中不断调适和改进的。比如，在统一配置、统一调配劳动

力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一九五九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

报告》《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

《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有

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推动了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亦即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迭代性演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造性重塑与迭代性演进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

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中央深化城市体制改革，允许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营等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统一固定的用工

制度，推动用工制度向劳动合同制转变。为扩大自主权、增强经济活力、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中

央大力推行经济责任制，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企业同

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直接推动劳动分配制度变革。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劳动工资制度和劳动

福利制度等改革不断深化，适应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逐渐建立起来，这些有益实践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确立奠定了扎实基础。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经济体制重要转折点。在这一目标指引下，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快速发展，强资本弱劳动的非对称性劳动关系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劳动纠

纷、冲突和摩擦，稳定均衡的劳动关系被打破，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此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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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职工再就业分流，带来了一系列劳动问题并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劳

动关系呈现显著的国际化特征并给劳动关系治理带来新课题。尤其是农民工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产

生了一系列以讨薪维权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性事件。这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调适和发展完

善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关系问题，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实现了由个

体到集体、由企业到社会、由一方到多方的互利合作、劳资共赢的迭代性演进。正是基于问题导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呈现出“从冲突中造成秩序”①的鲜明特征，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入了以和谐劳动为主题的新时代，

这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综合来看，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经历了有计

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确立、调适、

发展、完善这样两个阶段，而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属于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确立属于构造性重塑，此后的调适、发展、完善均属于构造性重塑后

的迭代性演进。

图3 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结构形态的历史演变

综合来看，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结构形态上经历了两次构造性重塑，其本质上是所有制结

构演变在劳动关系领域的集中表现，而每一次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生发构造性重塑后，都面临迭代性演

进的发展完善过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迭代性演进是其制度自身不断更新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

化着的劳动关系现实需要的结果。构造性重塑与迭代性演进相得益彰构成了理解新中国劳动关系协

调机制演进的结构性逻辑。

四、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演进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历史演进的逻辑中演进，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当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发了一定的作用。整体回溯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演进逻辑以及贯穿

其中的演进脉络，可以得出如下四条基本经验：

第一，协商是贯穿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一条主线。劳动关系是基于合作形成的双边乃至多边的社

会关系，这其中必然会充斥着基于权利、义务、利益等因素诱发的多重多样的问题、矛盾甚至是冲突，始

终对立与相对统一是劳动关系的常态。劳动关系的这些问题、矛盾和冲突与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无

关，但在不同形态下表现方式和解决方式上却存在着差异，有的甚至是显著的差异。中国解决劳动关

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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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主旨思想和主流方式是被称为“东方经验”的协商，这与西方的剧烈对抗和破坏下达成的妥协具有

根本上的不同。把协商确立为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的主线，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基因在当

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其内在的文化密码。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劳动关系的

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到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制度再到 21
世纪初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协商贯穿中国共产党协调劳动关系的全过程并始终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以来，劳动关系协商的作用和地位愈加凸

显，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①的目标，把

本来蕴含于协调内容之中的协商单独拿出来予以强调，明确了劳动关系协调的协商机制建设。党的二

十大再次把“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②写进大会报告，进一步彰显了劳动关系协调的协商特色。

第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调整和演进要始终与不断变化的劳动关系相适应。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存

续的逻辑基础是劳动关系，一定的劳动关系需要一定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相调

节，从而达到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实现和谐的目标。劳动关系是具体的、现实的，是受所有制结构等国

家政策调整而始终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也必须始终是处于不断发展

变化的调整状态。理想情况下，劳动关系的变化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调整是同步的历史过程，但实

践中，推动后者做出调整的主体是政府，而非市场机制下的自适应调整，后者这种灵敏性的先天不足以

致调整的节奏常常滞后于前者，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劳动关系问题和冲突。21世纪初频繁发生的“现象

级”的群体性事件就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反应迟缓密切相关。这在方法论上启发我们，必须要时刻关

注劳动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对国家政策调整后对可能带来的劳动关系变化要做充分的估计，并及时在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上适时做出反应和设计，牢牢把握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变革的主动性，不能总是让劳

动关系问题倒逼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行调整。对于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新事物，需要一定的历史耐心

去认识和把握，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调整可以在一定安全阀内滞后，但不能长时段缺失或者缺位。新

业态下劳动关系问题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第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改进和优化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作为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的主要动力构成要素，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生成和作用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就新中国劳动

关系协调机制演进而言，经历了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到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发展历程，贯穿这其中的

根本逻辑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及其所有制的选择。在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对市场具有排他性，依靠且只能依靠政府来主导劳动关系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下的劳动关系，决定了只依靠政府的力量不仅无法达成劳

动关系协调的任务，而且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矛盾的累积。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无疑是必

然选择。但是，这里面存在着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在劳动关系协

调机制中是有边界的，没有边界就会产生越界和失灵的问题。同时，找到这个科学合理的边界也是个

现实难题，需要不断论证、磨合和探索。21世纪以来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

映了这一现实诉求。另一方面，无论这个边界如何移动，都不能无限制压缩政府的作用空间。要充分

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社会主义”，无论构成劳动关系基础的市场经济发达到什

么程度，政府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改进和优化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性作用都不可替代，也不能替代，政

府不能缺位。

第四，成熟的市场经济更加重视法治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作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从根本上是用

制度来保证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劳动关系的制度化建设，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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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带有典型的行政命令、指令等行政化色彩，具有不稳定、易变性等特征，劳动关系协调的制度机

制不牢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法治与市场

经济经历了深度融合的过程，法治经济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与之相同步，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劳动关系也渐进演变为法治关系，劳动关系争议的调节和仲裁亦随之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逐渐构

建起了以《劳动法》为主体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框架。法律的刚性特征使劳动关系治理更加公平和透

明，不仅约束了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还降低了劳动关系治理的成本，增强了劳动关系协调的预期性和

稳定性，最大程度增加了和谐因素、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不和谐因素，促进劳动关系朝着和谐的方向演

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

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①，这其中的一个重大时代背景就是我国市场经济越

来越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越成熟越需要依法治理劳动

关系，用法治协调劳动关系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重要表征。

总的来说，劳动关系及其协调机制属于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劳动关系，自然也就需

要有不同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之相适应。新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演进的历史表明，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要与当时的劳动关系相一致，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劳动关系这个主题主线。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

建要以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为旨趣，并在这一前提下，推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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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s in New China

SUN He, BEN Fang
Abstract: Labor relations depend on the correspond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and keep it stable and orderl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labor relations coordination mechanism
has undergone transmuta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showing significant logical ten⁃
sions. In terms of dynamic composition, it follows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unifying government-led compulso⁃
ry changes with market-induced induced changes. In terms of generative variables, it runs through the evolu⁃
tionary logic of combining exogenous embedding and endogenous evolution. In terms of structural form, it is an
evolutionary logic of constructive remodeling and iterative evolutio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se three as⁃
pects is the coordinate system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ew China. In order to improve, optimize and perfect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t the logical framework accumulated in history and grasp it as a bench⁃
mark, so a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s to become more mature and
more definite.
Key words: labor relations, coordination mechanism, logical evolution, bas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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